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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大陸地方的監察體制改革 
 

蔡文軒 
中研院政治所副研究員 

 

壹、前言 

中國大陸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雛形，始自 2016 年 1 月 12 日，第十八

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所召開的第六次會議。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中釋出監察

體制的改革訊號，其指出：「要完善監督制度，做好監督體系頂層設計，

既加強黨的自我監督，又加強對國家機器的監督；要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

構，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」。同年 11 月，中

央辦公廳隨即對外印發《關於在北京市、山西省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

制改革試點方案》（以下簡稱：《方案》），說明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初步方

向。以下，茲討論中國大陸地方監察體制改革的相關情況，以及其所產生

之後續效應。 

 

 

貳、地方監察體制改革的試點經驗 

呈上所言，有關《方案》的內容，大致可區分為四點：第一，國家監

察體制改革以監察制度的「頂層設計」方向進行，並設置新機構「監察委

員會」主管國家體制內一切監察工作；第二，在組織整合上，朝地方試點

「先行先試」的方向進行，試點省市包括：北京市、山西省、浙江省；第

三，監察委員會與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；第四，強調黨對改革的

統一領導，在中央與地方均設置黨的監察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。《方案》

隨後送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。 

2016 年 12 月 25 日，第 12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《關於在北京市、

山西省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》（以下簡稱：《決

定》），確定北京市、山西省與浙江省作為國家監察委員會設置的試行地，

並全面落實於上述三地所轄之各縣、市、市轄區，設立監察委員會，行使

監察權。從最初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消息披露，到改革試點的選定與確立，

中共僅花費一年左右的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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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中國大陸實踐監察體制改革的「政策試點」，由地方自下而上，

完成國家監察體制改革。「試點」在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中，尤其在 1980

年代改革開放後，已成為極為常見的做法。在制度改革落實至全國各地前，

透過地域性的「先行先試」，找出制度施行的缺點，並加以改善。實際上，

試點已成為中國大陸政策試驗與機制創新的一項工具。在某些條件下，區

域試點更與中央與地方領導人政治扈從關係緊密鑲嵌。以下，我們嘗試討

論本次改革的試點選擇，推行過程與改革範圍。筆者逐一分析如下。 

 

（一）地方監察機構試點改革的選擇 

首先，在北京市的部分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，以及中南海權力

中心的集聚地。在此優先進行政治體制的結構性改革，事實上有助於穩定

中共黨內各派系的力量，主要原因在於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涉及貪汙腐敗問

題；貪污腐敗問題則牽涉到黨內派系鬥爭的問題。結構性問題若處理不得

當，可能反過來影響政權的穩定性，是以當前決策者在進行試點選擇時，

必定有考慮此點。此外，將北京作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試點，同時也代

表著中共中央對於改革的堅定決心，而且可以直接在首都就近觀察監察制

度變化後所產生的各項優缺點，以便進行快速的調整與轉換。 

其次，在山西省的部分，一大因素在於山西本身即為「貪腐重災區」。

自 2013 年至 2014 年間，山西曾發生規模空前的官場大地震，高達數十名

中共山西省委、山西省政府及下屬各級政府官員，因為周永康、令計畫等

貪腐窩案而受牽連，遭到集體革職與查辦。中共官方更曾以「系統性、坍

方式腐敗」來形容。一直處於反腐風暴山西，其貪腐問題甚至影響至今。

總體而言，自中共十八大以來，山西更成為中共高官落馬最多的省份。由

此可見，中共選擇山西省作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實踐基地，是對積病已

久的山西官場，行對症下藥之實。此舉不僅有望重建並端正山西的官場風

氣，更有助於中共在改革試驗中，有效評估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預期成

果。 

最後，在浙江省的選擇部分，主要在於其可作為本次國家監察體制改

革試點中的沿海省份代表。重所周知，作為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

革開放的最前線，浙江省不僅在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發展上名列前茅，人

均 GDP 在沿海省分中更是連年居冠，同時身為中國大陸私營經濟最為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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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的省份之一。然而，經濟的高速發展，卻也容易在無形之中造成政企單

位間的官商勾結、權力舞弊與尋租行為等腐敗行為。因此，由浙江起頭作

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試點，即可使其成為沿海省份與各經濟富裕地區的

示範模組。加上，當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於 2002 年至 2007 年主政於此，

擔任浙江省委書記一職，習家軍親信眾多，更有助於省級地區在改革過程

中的穩定性。 

 

（二）地方監察體制改革：改革內容朝整合方向進行 

關於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改革細目。依據 2016 年 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所

通過的《決定》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選定於北京市、山西省、浙江省及其

所轄縣、市與市轄區中，設立監察委員會，行使監察職權。從改革的法規

與適用範圍觀察，不難發現在當地仍有阻力存在，但這或也證成試點區域

是深思熟慮下的產物。以下，本文分別從監察委員會在試點地區成立後，

對相關機構的整併、職能調整、委員會成員的組成與任免、法規層面的停

止適用、監管對象與範圍，以及管理措施與權限等基本內涵進行說明。 

 

一、機構整併與職能調整 

首先，在機構整併與對應職能的調整上，監察委員會的成立，整合了

試點區域中，人民政府轄下的監察廳（局）、預防腐敗局，以及人民檢察

機關的反貪污賄絡局、反瀆職侵權局和職務犯罪預防局等相關部門與職能，

統一行使各項反腐敗職權。有論者認為，此舉有助於擴大與調整監察機關

的法定職權，重新梳理檢察權與監察權的職能。從部分試點案例觀察，這

些組織重整並非單純的合併，是先在原組織汰換、篩選後，至新組織任用，

說明推動者在組織整合過程，並非只是「走過場」。 

 

二、委員會成員的組成與任免 

在監察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上，依照《決定》規定，需由該級人民代表

大會產生，包含：委員會主任由該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；副主任與組

成委員，則由委員會主任提請該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；整體而

言，監察委員會必須對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，以及上一級監察委員會負責，

接受其監督。 這些地方監察委員會，在經過地方人大作為立法機關，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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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追認其法律地位，已形成「一府（人民政府）、一委（監察委員會）、兩

院（人民法院、人民檢察院）」的機構格局，在政治體制的位階確實有所

轉變。 

 

三、監管對象與範圍確實擴張 

由於機構職能的整併，致使新設立的監察委員會自成一格，對本地區

任何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，依法施行監察權力。主要監察對象與適用範

圍，包括法定之六類公職人員。簡言之，只要與「公權力」相關者，均為

監察委員會的監管對象。在橫向監督上，改變過去《行政監察法》無法顛

督立法、司法與檢察機關人員的窘境；縱向監督上，則可涵蓋至國企、公

辦事業單位，甚至村委會、居委會等群眾自治組織，皆被納入監察委員會

的監管範圍，藉此達成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對「監督面向全覆蓋」的期望。 

 

四、監察措施與相關權限轉變 

在管理權限的部分，依照《決定》的規範，監察委員會的主要權限可

區分為三個部分：第一，在監督職責上，監察委員會具有監督檢查公職人

員之權限；第二，監察委員會同時具有調查權限，任何涉嫌貪污賄賂、濫

用職權、怠忽職守、權力尋租、利益輸送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

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行為，皆可對其進行調查；第三，在調查確定後，監

察委員會有權對監察對象作出相應的處置決定，相對涉嫌職務犯罪者，可

移送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由此可見，監察委員會的本質乃為「調查機關」，

而非「偵查」或「審判」機關。 

 

 

參、地方監察體制改革的後續效應 

2017 年 10 月 29 日，監察委員會在試點地區運作的近一年後，中共中

央辦公廳印發《關於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》，決定

將試點運作的相關經驗，以及監察委員會的機制設計，落實至全國各地，

並且由上而下的完成從省、市、縣三級監察委員會的組建工作。在事後觀

察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成立後，確實部分改變中共在反腐敗的結構性治理

問題，達到對黨政幹部貪腐行為的嚇阻效果。而就其後續的影響觀察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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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能發現有幾點特色，延續到《監察法》頒布後的國家、地方監察體制的

運作。 

第一，是推動試點改革的首要原則：推動「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

一領導」。「以黨領政」這項原則先是在地方試點落實（如黨委會、省紀委

對監察機關改造的全面領到），在後續的國家監察體制改造，也被持續凸

顯。  深究而論，監察體系的構建，是以黨統一指揮，向黨政體制進行「全

面覆蓋」，任何紀檢監察行為，都是以黨的名義背書下進行的動作，包括

黨與國家機關、公務員都無法抵抗。此外，監察範圍也根據官方定義，只

要涉及「公權力」行為、執行公權力行為的公務員，監察機關都有權監督，

這也是在試點時期就已確立的方向。 

第二，是監察機關的行為落實，「政治性」原則被多次強調。公務員的

不當、貪腐行為，在監察體制改革後，會被詮釋視作「違背黨意」，沒有

跟緊黨內當前的政治氛圍。舉例來說，監察機關在過去調查工作使用的「談

話」措施，在《監察法》十九條為訂定監察對象適用，其要件是「可能」

發生職務違法時，監察機構可要求當事人對有關事務說明。在官方解釋上，

這種「可能」被稱作當事人有苗頭性、傾向性問題等，就能實行。同時，

官方也強調，「談話」作為監察機關的法定權限、一種法法律手段，是體

現「黨懲前毖後、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」。  

第三，地方監察體制試點模式的直接結果，是各地監察機關工作模式

呈現「有限」的區域多樣性。這可能說明各地監察委員會發展程度不同，

但也可能是中央機關放權下的結果。舉例來說，試點之一的山西省推動監

察工作改革，強調的是「監察要向『鄉村』延伸」，監督系統的構建，要

達到鄉鎮黨委會、機關一級。  另一點的北京強調的市級監察機關內部機

關的優化，市紀委監委設立的 17 個紀檢監察室，其中，8 個負責執紀監督，

8 個負責審查調查，1 個負責國際追逃追贓，這種「監督」和「審查」單

位分設的組織配置，較為少見。而在浙江，強調的是紀檢、公安、司法體

系三個業務單位的職能銜接優化。  

 

 

肆、結論 

整體而言，監察委員會的設置，確實有助於中共作好對黨政務系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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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員監督工作。然而，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是，由於地方監察委員會的試

點，大致仍朝著整體機構縮編的方式進行。但由於監督對象的擴大，未來

監察機關仍有「監管失能」的風險。這也是官方在「監察全覆蓋」這項原

則雖有作出澄清，反覆強調監察工作不可無限上綱的一個因素。現實來說，

人員、組織配置的精簡方向，前項原則在先天已不易落實，「黨管一切」

的風險，則使黨委領導辦案、只辦大案、「政治優先」與「政治正確」主

導下的選擇性辦案隱憂，依然存在。 

 

 

(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) 


